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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 纵 横

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 专题讨论)

主持人: 张 越

［主持人语］2018 年 10 月 13—14 日，主题为“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

史学学部 2018 年会在浙江大学举办。与会学者就当前中国史学在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研究问题的提出、新的

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展开广泛研讨。通过讨论可以看到，在研究范围上，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把中国史研究

和世界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研究方法上，史学家尝试把考古学、科技方法、文献学结合在一起研究; 此外，概念

史、城市史、环境史、科技史、妇女史、公众史学等新领域的研究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马克垚在

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对现有的研究成就和研究现状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不断进行着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我们提出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究竟贡献了什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之时，我们是否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中国学术过去受西学和东( 日本) 学之冲击，当今天我们试图建立

自己的学术体系时，梳理学术概念的发展理路，究竟是应该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去还原古人，还是以今人之是非为是

非去评判古人。这里发表几位学者在此次年会上的发言，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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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可选项: 揭示“技术原理”
阎步克

(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这

个话题，是富有挑战性的。历史学的一般目的，也是

为人类知识大厦提供新知，如同任何科学一样。具

体到中国政治制度史这个研究领域，百年来已有丰

硕成果，形成了很多基本的问题，以及相关研究方

法。在寻求开拓、深化的努力中，有一个不妨致力的

方向，我暂时名之为“技术原理”的揭示。
这里所说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指一个政权的组

织、人事和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均围绕组织目标，按

一定的规则、原理组织起来，可以按预定机制运行的

系统或结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建构制度

与装配机械是有某种相似性的，都要遵循“技术合理

性”。各种器件须按一定原理组装在一起，否则就是

一堆杂物。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也不是任意的。
“技术原理”的提法，是说在分析上，相关问题发

生在技术层面，尚未把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因素

考虑在内。当然，制度并非以纯粹“原理”形态存在

于真空之中。制度自身的构成逻辑，在现实世界中

必定同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各种因素“叠加”在一

起。不过，也如一切不规则的波形，都是由频率、波
幅各异的正弦波叠加而成一样，在分析上，“技术原

理”是可剥离出来的。在政治史研究中，制度是背

景，制度研究是给政治势力与政治事件作注脚的; 从

制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从政治史上加以解释，

才被认为有高度、有深度。而从“制度史主体”视角

出发，情况就不同了。好比讨论“车制”一样，其逻辑

起点是车的“原理”，然后是人力车、马车、牛车、卡
车、火车，还有战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星球车

……然后才是生活中人们如何使用这些车。成文法

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在逻辑上总是制度研究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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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于制度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关系，理论

上是无限多的，但其背后也存在着基本“原理”。“制

度史主体”的视角对这些关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

抓、上来就“综合”，而是先行“分析”，把重重叠叠的

交织纠葛分解开来，从“原理”始，逐次理顺其间的逻

辑关系，一个层面一个层面观察，一环一环解扣儿。
比如说，漫长发展中尚书六部之所以最终为

“六”，首先是吏、户、礼、兵、刑、工这六个曹的职能重

要性决定的。管理学又认为，管理宽度通常应在 5—
6 以下①，或高层在 5—6 人左右、底层在 20 人左

右［1］( P69)。部之为“六”，恰好符合这个管理学规律。
进而部之为“六”，还可能有北周以来《周礼》六官改

制的影响，杜佑所谓“六尚书似周之六卿”②。文化

的影响由此“叠加”在“技术原理”之上了。又周代

“以刑统罪”，以五个刑名统摄三千罪名。中古以来

的新“五刑”转而“以罪统刑”，其罪名、刑种与罪罚的

衡平更好地体现了“技术合理性”。同时，刑之为

“五”，当有三代“五刑”概念的影响，这个传统因素

“叠加”在这个进化过程上了。类似的已成常识的东

西，显示了“原理”的客观存在及意义。
秦汉实行郡县两级制，中央直接面对 100 多个

郡国，给郡守以重大自主权。而魏晋南北朝时，州和

都督区先后成为行政层级，形成了府、州、郡、县体

制。这时的各政权人口远不及汉，地方层级却繁密

了一倍。这如何解释呢? 因其时皇权萎靡、政治动

荡，人们或从“封建割据”评述这个现象; 也有人认为

层级多则上下悬隔，所以从中央集权角度看，层级应

尽量简洁。然而，问题还有另一方面。若总管理对

象数量不变，层级增多则管理宽度变小、管理人员增

多，随即控制强化、权力集中、组织结构“垂直化”，当

然也将出现信息不畅，效率下降③。管理宽度增大

则相反: 控制变弱，下属的自主权增大，结构“扁平

化”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等级组织越扁

平，其中的权威就越分散。”④皇权萎靡、政治动荡时，

中央若直接面对数十百个郡国，显已力不从心。所

以，此期制度制定者令地方层级趋繁，乃是一种自适

应调整，意在强化监管、维系集权。当然，这又是以

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秦汉皇权与集权足够强大，足

以对冲“组织结构扁平化”所伴随的权威分散，故能

兼收层级简洁而运作高效之利。北朝后期至隋政治

复兴，裁减州郡县，废郡存州又废州改郡，也可以由

此得到较好理解。也就是说，在此期地方行政研究

者所揭示各种原因外，还有“技术原理”作用其间。

把“叠加”在一起的各种原因、包括技术原因考虑在

内，理解就可能更深入一些。行政研究者在讨论当

代地方层级繁密的问题时，也可以参考这个基本“原

理”。

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县猥滥与地方官猥滥，还有

一个原因，那就是制造更多官位以安排人。当时中

央官、地方官的设置莫不如此。而这背后，亦潜藏着

组织原理。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指出，很多组织制度与行为

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合法性与生存⑤，“政治机

构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要求的集体行动

者”⑥。据此，可提出一个“组织二重性”的认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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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387 页; 朱国云《组织理论: 历史与流派》(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第 66、87 页; 孙云《组织行为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8、13 页。

参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6 页。

从理论上说，一个人管 4 个人与管 8 个人，可想而知前者的控制更强。据罗宾斯计算，假设两个 4100 名员工的组织，一个管理宽度为 4，一

个管理宽度为8，那么后者需要多设两个管理层级，多设800 名管理人员。参见其《组织行为学精要》(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年版) ，第281—282 页

以下。管理人员增多，控制增强; 但生产人员与业务人员的占比下降，相应地效率下降。

唐斯《官僚制内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第61 页以下。关于层级过多造成信息失真，参见同书第125、144 页以下。又参见赫

尔雷格尔等《组织行为学( 第 9 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781 页。

参见迈耶、罗恩《制度化的组织: 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收入《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流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第3 页

以下;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71 页以下。

马奇、奥尔森:《新制度主义: 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 年第 5 期)。这样的思路，跟国家与官僚制研究呈现了交

集。例如，斯考切波强调“国家自主性”，国家“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而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的利益等同或融合”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 27—2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政客、官僚都可能施展其“掠夺之手”。施莱弗

和维什尼认为:“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掠夺之手: 政府病及其治疗》，第 5 页以下，中信出版社 2004

年版)。尼斯坎南认为:“官僚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受普遍福利或国家利益驱动的人。”(《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第 35、275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版)。又曾峻认为:“各级各类官僚、政客们的利益构成了国家的利益，他们的意志构成了国家的意志。”(《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 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第 104 页，学林出版社 2005 年版)。



“君─臣─民”为基本结构的那种政权，既是一个“功

能组织”，必须提供公共管理产品; 同时也是一个“身

份组织”，皇帝与官僚是一群“合伙人”，按等级身份

来分享权势利益。作为功能组织，它要保障外部行

政效率; 作为身份组织，它要维持内部身份和谐。由

此展示了这种组织的“双重目标”①。相应地在制度

设计上，就会有“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两个出发

点。其各自比重与相互关系，因情势而异。
冗官冗吏造成了财政重负与政府臃肿，从行政

运作看这是一种弊端。然而从身份安排看就不同

了。叠床架屋的位阶、重沓繁杂的官号，提供了更多

晋升机会、品位待遇和荣誉感，扩展了组织规模，增

加了政权支持者。大型组织就不大容易消亡。“官

僚组织很难消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庞大

的规模”［2］( P18、19、25)。好比一个铁盆，从使用便利看，

其轻重厚薄应恰到好处; 而从铁盆自身来看，越粗越

厚越笨重，它在宇宙中的存在寿命越长。体制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人多势众”。动荡战乱时

则多滥封滥授，因为这时皇帝最需要支持者。
与魏晋南北朝相似，宋朝的头衔名号、品阶勋爵

也十分复杂。有人把它说成是官僚制度高度发展的

成果，也有人基于“唐宋变革论”予以阐述。钱穆的

评价则是负面的:“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

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

唐制，自不能彻底。……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

追古。”［3］( P572) 基于“运作考虑”看，过分复杂的位阶

衔号与冗官冗吏，增加了管理复杂性与制度成本; 而

基于“身份考虑”看，它们增进了内部和谐与生存能

力。只把它们看成“弊端”，则无法理解其存在了很

多个世纪的旺盛生命力。它所显示的，是此期政权

“身份组织”色彩的浓厚程度。池田温把唐代官阶体

系称为“身份官人制”，其由官品而来的待遇，超过了

与职务有关的合理范围而泛及于生活的全体，用以

表示附属于品官自身的身份特权，而不是针对职务

的保障［4］( P168)。其实，“身份官人制”至宋尚无根本

改观，至少从品位结构看，唐宋间并无“变革”。
对“原理”层面的思辨，历史学者往往会觉得

“大而无当”。其实不然，它能帮助解析很多制度现

象。魏晋南北朝的品秩班爵错综复杂，近年相关研

究不断涌现，细节不断澄清，但在阐释各种位阶的意

义与关系上，含糊暧昧而莫知所适、“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情况，往往而有之。这里，即存在着基本方

法论的问题。
或认为北朝官阶变化的大趋势是学习南朝，是

“南朝化”。其证据之一，是北魏孝文帝所改定官品，

其中的官资安排参照了南朝十八班。实不尽然。且

不说北魏孝文帝改官品在南梁武帝创立十八班之

前，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结构、功能与原则、精神，相

当不同。南梁武帝十八班的最大特点，是把官职借

用为品位，用以安排官僚资位。列卿处于同一行政

层级，故晋宋以来同在三品，这是合乎行政规律的;

而在南梁武帝十八班中，太常十四班，宗正、太府十

三班，卫尉卿十二班，司农、少府、廷尉、光禄十一班，

太仆、大匠十班，鸿胪、大舟九班。列卿的高低，竟有

五班之差。官职在这里显然被用来赋予与升降个人

资位。十八班的“实质”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把

职官用如品位( 很少有人注意到，从“技术原理”说，

这种做法与宋初的寄禄官神似)。再看北魏孝文帝

太和二十三年( 499 年) 职令，列卿同在三品，所依据

的乃是行政层级原则; 且其九品十八级三十阶与考

课紧密结合，考课所晋升之阶，就是九品之阶。在这

里，功绩制精神显现了。
从位阶体制的角度还能看到，南梁武帝的十八

班之外，另有州二十三班，郡十班、县七班及流外七

班，又有军号十品二十四班，不登二品之军号八班，

施于外国之军号十品二十四班。班制之外，另有九

品官品，封爵不在十八班之内，“赐民爵”仍在进行，

秩石仍在应用，而实际俸禄又未必合于秩级──各

种序列错杂不一。而北魏废二十等爵、废秩石，孝文

帝把阶、爵、军号、文武职事官纳入了九品三十阶，薪

俸依品而定，进而与选官、考课、晋升深度耦合、精密

对接，一扫南朝的杂乱无章，井然有序而一清如水，

展示了无可质疑的“技术合理性”。由此下启了唐代

品阶勋爵体制，这是个“一元化多序列复合体制”。
我曾撰有《论北朝位阶体制变迁之全面领先南

朝》(《文史》2012 年第 3 辑) 一文，这个“领先”的用

语，曾经引起了一些疑问。在此我再度说明，所谓

“领先”有特定意义: 第一，是就北朝位阶更接近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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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理学一般认为，组织应当寻求单一目标，是所谓“目标原则”。参见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387 页。

然而，至少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如此。



而言的; 第二，是就北朝位阶的功绩制精神和“技术

合理性”而言的。南朝位阶尤其是梁武帝的官班改

革更多地用以维系“身份和谐”。不妨参考格罗夫林

的评价: 南朝官僚制是一个“流亡贵族的福利体

制”［5］。相对而言，北朝位阶便有了明显变化，较多

服务于“行政效率”了。宫崎市定用从“贵族主义”
到“军阀官僚主义”来解释北朝位阶变迁，“北方民族

的能量爆发，破坏了贵族制度”［6］(《官僚制与贵族制》)。又

如，黄惠贤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由少数族军事贵

族专政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过渡，皇权的极度强化，

促使少数族贵族走上官僚化道路。”［7］( P17—20) 从评价

上说，若坚持认为“身份考虑”的寻求并非不可取，当

然也可以说，南北位阶制分别适合了各自“国情”①。
而如变换评价尺度，认为政府的任务就是提供公共

管理产品，那么在此，北朝位阶就优于南朝，更具“技

术合理性”。相应地，把北朝位阶变迁趋势说成是

“南朝化”，显有“南辕北辙”之病。
宫崎市定讨论九品中正制、兼及多种位阶，其夺

目之处就是将之纳入了“贵族制─官僚制”二元框架

( 附带说，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研究对“贵族制─
官僚制”这个视角至今仍不敏感)。当然，宫崎市定

的位阶研究尚未深入到“技术原理”层面，而原理层

面的推进，不但有助于深入解析此期各种位阶的意

义与关系，甚至可以把此期的品位结构，纳入周至清

3000 年的位阶制变迁史来认识。
自周朝以来，历代先后发展出了命数、五等爵、

公卿大夫士爵、二十等军功爵、秩石、中正品、官品、
十八班、九命、文散阶、武散阶、勋官、封爵、班位、科
举学历……还有形形色色的名位衔号。以往学者对

之都是分别研究的。然而，在错杂纷纭、此起彼伏的

背后，必有一些“技术原理”支配其间。一旦把它们

发掘出来，就可以把那堆初看上去杂乱无章的位阶

衔号编织为一条连贯的线索。
利用“品位分等—职位分等”的基本原理，再由

技术层面进入政治层面，将之与贵族制、官僚制与皇

权关系问题结合起来，就可以把周以来 3000 年纷纭

错综的爵秩品阶变化，梳理为五大阶段: 1．周代品位

分等最为发达，与其时的贵族政治相适应; 2．秦汉秩

级呈现较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对应着秦汉“以吏治

天下”的政治形态; 3．魏晋南北朝位阶体制又高度

“品位化”了，系士族政治与部落贵族政治所致; 4．唐
宋繁复的品位安排、优厚的品位待遇，表明此期官僚

阶层仍有浓厚的身份性; 5．明清专制强化，其等级管

理向职位分等有所回归，官僚的身份性下降。在“品

位─职位”模式的照耀下，一条前所未知的变迁线

索，由此浮现出来。错综纷纭、此起彼伏的各色位

阶，在纳入这条线索之后，丝丝入扣、井井有条了。
周以来 3000 年连续发展的制度史，留下了丰富

的位阶衔号史料。面对浩繁史料，对潜藏其中的具

有“原理”意义的东西，我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

论》一书中，若有查知，则努力予以提炼概括。例如，

我们说某些时代品位分等更发达，这“发达”指的是

什么? 为此提出了“三指标”: 品位体制的复杂或简

单程度，品位待遇的优厚或简薄程度，获得品位的开

放或封闭程度。周代品位简单，但待遇优厚、具有封

闭性; 唐宋品位繁复，待遇较优厚，具有开放性; 等

等。不同品位的功能差异，如何描述? 为此提出了

“五要素”，即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这就能更

精细地区分不同品位的性质。汉代二十等爵有等级

待遇，但不涉及权责、不构成做官资格，但晋以下封

爵就构成做官资格了; 中正品系一种做官资格，但不

涉权责、也无薪俸，等等。古代品位序列，很大一部

分是从职事官蜕变而来的，为此提出了“职阶转化

律”……
最初对纷纭错综、千变万化的具体等级现象，即

便考清了制度细节，仍不知其意义何在; 而在建立了

一个原理性的架构之后，它们在一个整体图景中便

各得其所。所提出这些原理具有普遍性，可用于任

何品位的分析。比如，从“技术原理”看，则从秦汉秩

级到魏晋隋唐官品的变化，就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视

为级名、级差的变动了。九品官品是一个大框架，把

职、阶、勋、爵都容纳其中，这是一个“一元化多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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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维护魏晋南朝的士族特权，当然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但这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回报的。在这个动荡时代，士族系中华文化于一缕不绝，还

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例如，王瑶指出:“高门世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也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他们有累代的上层家庭教养，有优

裕的生活闲暇，有收藏的典籍和文化的环境。……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却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着

的。”(《中古文学史论》，第 25、2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进而通观 2000 年，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大部分是官僚作品。在这一意义上，不妨

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官文化”──士大夫是文化创造的主力军。就此而言，传统官僚制其实还有第三个组织目标: 实行“士大夫政治”，文人

兼为官僚，维系文化的传承创造。



的复式体制”。又如，从“技术原理”层面看，汉代朝

位已显示了一种与官品类似的“一元化”功能: 在各

色官贵“欢聚一堂”时，通过空间位次安排，把秩级、
爵级、班位、军号一体化了。所以，魏晋官品的问世，

很可能跟朝位存在着相关性①。再看后世，魏晋南

朝的官品效力有限，就往往通过朝位的居上、居下调

节官资。北宋官品效力大降，与朝位密切相关的“合

班”挺身而出承担“替补”，在管理官资上发挥着重大

作用②。而唐与明清官品正常发挥功能，朝位在管

理官资上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朝班与官品的“此起

彼伏”，其背后当有一个“技术原理”，即二者在功能

上的相关性。
西方行政学、管理学、组织学大量地服务于现实

需要，以“效率”作为首要论题③，所以对人类社会的

一般品位现象的研讨相当简略，不能为中国传统品

位结构研究提供充足的分析工具，留下了很大一片

灰色区域; 而周以来 3000 年所留下的丰富品位史料

提供了一个不小空间，可供中国学者提炼出新论题、
新方法，从而不但使具体研究更深入系统，还可以把

所发现的原理性认识反馈于现代行政学、管理学、组
织学等。

中国自帝制伊始，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

的政府体制④。历代典章制度文献，也颇浩繁。中

国古代政治制度有它的特有问题，位阶衔号传统即

是其一。此外，又如中国古代有一种官制设计思想，

以《周礼》之书和新莽改制为代表，以高度数列化、形

式化、礼制化的方式设计制度，从而体现出一种“官

制象天”的独特思维。这种制度设计理念，在其他地

方也不是没有⑤，但在中国无疑是“尽其极致”。又

如，中华法系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行政化”

的法体系。拘泥于“法治─人治”模式，便无法解释

中华法系的系统化的法典和严整的司法机构──它

不同于现代法治，却也很难简单说成“人治”。昂格

尔有一个“官僚制的法”的提法［8］( P44) ，极富冲击力。

据此可在法治、人治之外揭举一个“官治”概念⑥。

“官治”也有它自己的“技术原理”。中国古代政治

制度的各子系统都可能潜藏着尚未被揭示的“技术

原理”，可以成为致力的选项。总之，深厚悠久中国

制度传统，尤其是其特有问题，应能为人类政治制度

研究提供新知──不光是事实方面的新知，还将包

括“原理”意义上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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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熊铁基先行提出两汉以后的官品来自汉代朝位制度(《秦汉官制史稿》，第 462 页，齐鲁书社 1985 年版) ，但未作论证。我对官品与

朝位的相关性作了排比论证。周文俊的研究又深化了对这种相关性的认识，见其《魏晋南朝官品与官资秩序研究》( 中山大学 2013 年博士学位论

文) ，第 19 页以下。

按: 有学人质疑我的这一论点，认为元丰改制后寄禄品阶恢复了效用，但“杂压”依然在行用，班位并没有回归到官品，所以杂压产生原因并

不仅仅源于官品失效。借此机会我作一解释。我的观点本是这样的: 北宋前期的官品效力下降、“杂压”的形成，其原因是唐后期至宋初职事官的

“品位化”。在这一意义上，“杂压”的出现可以看作官品失效的代偿。参见拙作《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八章

第五节“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第 299 页以下。《文献通考》所载《文德殿常朝立班图》应系宋初之制，其与《太祖建隆三年合班仪》高度一致，

正是官品失效而朝位取而代之的反映。又由《文献通考》所载《合班图》所见，大量官员处于依官品排序的队伍之外。这都与唐代依官品列班的做

法，大相径庭。元丰改制后，这个“品位化”的宏观运动并未消歇，“杂压”仍在使用，这应理解为官品效力仅是有限恢复了。从长时段看，明清官品

的效力充分恢复，故官员朝位转以官品为本，这依然反映了官品与朝位间存在着相为表里的关系。这种“相为表里的关系”，不能误解为“杂压”的

原因仅仅在于官品失效。( 附带说，孙梦驰认为《文献通考》所载《合班图》，其名不确，此图应系《通志·图谱略》存有其目的《垂拱殿常朝立班

图》，误题作了“合班图”。见其《北宋前期班序制度初探》，山东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3 页以下。)

如吉布森等认为，管理者致力三个效率层面: 个人效率、群体效率和组织效率。参见其《组织学: 行为、结构和过程》(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

年版)。登哈特指出，围绕促进组织效率而展开的研究，是公共行政学者的支配性主题。参见其《公共组织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版) ，第 15 页。鲁、拜厄斯概括说:“管理是确定如何最好地使用一个企业的资源去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参见其《管理学: 技能与应用》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 页。又如，科恩、埃米克《新有效公共管理者: 在变革的政府中追求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这

样的书题，也表明了“效率”是其探讨焦点。

西汉末人口5959 万余，正编官吏约达13 万以上，是同期罗马帝国的20 倍，是4—5世纪罗马帝国的4 倍。唐玄宗时在籍户口5000 多万，官

吏多达 36．6 万以上。美国在 19 世纪后期人口达到 6000 万左右，其时公务员数量是 13 万左右，其“官民比”与中国汉朝相当。而同期即 19 世纪后

期的清政府是同期美国政府规模的 10 倍以上，其品官、胥吏及衙役合计，可达 170 万至 200 万，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

戴尔曾提到:“有些组织工程师易于认为好看的组织图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使得组织图看来对称，成金字塔或‘扁平形’等，而

将对‘对称图形’的偏离视为旁门左道。”(《伟大的组织者》，第 1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关于“官治”，参见拙作《中国传统政体问题续谈》(《北京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所论“法制、专制、“官僚制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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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方法与历史学研究
王昌燧

(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北京 100049)

虽然大学的专业是工程物理，但我一天也没能

从事核工程事业，而是几乎一辈子埋头于科技考古

研究，尽管这是命运，然而仍应承认，一定程度上的

确取决于自身的选择。所谓科技考古，即利用现代

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遗存，攫取丰富的潜信息，

再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方法，探索古代

社会历史的科学。30 多年来，科技考古学科在中

国得以迅速发展，它全方位地改变了中国考古学的

面貌，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1］。

一、中国科技考古的简要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考古学隶属于历史学，且这一事实

并不因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而有所改变。既然现

代科技可以有效助推考古学，从原则上讲，现代科

技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同样应有诱人的应用前景。
由此可见，在探讨科技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之

前，有必要首先简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阶段( 这

里暂且忽略民国时期科技考古的具体事例和相关

影响，仅从 1949 年以后说起) 。
1950 年代初期，南京博物院教授罗宗真将宜

兴周处墓的发掘文物送到南京大学化学系作检测。
这种请自然科学家帮助考古学家分析不熟悉文物

的阶段，可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技考古的

初始阶段。
1957 年，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仇士华、蔡

莲珍夫妇被错划为右派。杨承宗将二人推荐给夏

鼐先生。在夏先生强有力的支持下，仇、蔡二人自

力更生，筚路蓝缕，居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14C 测年

实验室，并测定出一批可信的考古年代数据。“文

化大革命”后，他们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合作，

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年代数据，构建了中国新石器时

代的年代序列，奠定了中国14C 测年的基础。这一

阶段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技考古的第

二个阶段①。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以断代测年、冶金

技术和古陶瓷研究队伍为主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北京

科技大学等发起筹备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并陆续召

开了 5 届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 如今已召开了

14 届) ，使中国科技考古工作者有机会聚会一堂，

交流成果，商讨科技考古学科的发展大计。与此同

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组织班村考古发

掘，邀请自然科学多个领域专家开展综合研究。显

然，这应计为当代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

段。
1996 年，多学科协作研究的重大项目夏商周

断代工程正式启动。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取得了十

分重要的成果②。接着，随着中华文明探源过程的

持续开展，使中国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得以全面发

展，此可视为当代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第四个阶

段。
如今，中国考古工作者借“一带一路”之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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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仇士华等《中国14C 年代学研究》( 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


